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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学问，仅就字面而言，当有学有问。有学无问，缺少必
要的质疑与切磋，能否成就真学问，是很可疑的。即使曾经是真
学问，长久地学而不问，也会因故步自封而走向僵化，终将渐渐
失去鲜活的生命力。这学术之问，既包括自己之问，同事之问，
还应当包括海内外的同行之问。问之愈广，学之愈真愈深。切磋
学问的途径固有多种，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已被证明是行之有
效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中国近代史的专业研究机构，
聚集了一支高水准的也是海内外最大规模的专注近代史研究的队
伍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则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术机
构和智库。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，胡佛研究院档
案馆关于民国时期珍贵史料的收藏，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宝藏，前
往探宝者络绎不绝。近代史研究所和胡佛研究院的学术合作无疑
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。

早在五年前，近代史研究所和胡佛研究院便已开始探讨合作
的途径。最初的商讨是围绕着学术资料的保存及开发而展开的，
碍于一些我们不能左右的因素，尚未成功。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，双方共
同主办了“民国人物与民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”，合作终于迈开
了重大的一步。这本论文集便是此一会议的成果体现。

研究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历史，必有几位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
人物，他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，给这个
时代打上了深刻的个人印记。蒋介石便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位人
物。这次讨论会充分利用胡佛档案馆所藏史料，对民国人物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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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蒋介石，进行了集中的研讨。
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由于各自观察角度的不同，海内

外学者对于蒋介石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落差，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
在不同地域，蒋介石分别呈现出神与恶魔的不同面相。随着岁月
的流逝与社会的发展，人们逐渐以更为科学的冷静的目光来审视
过往的历史人物，蒋介石走下了神坛，也走出了地狱。研究者终
于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平实的对话。作为长时期统治中国的
领袖人物，蒋介石在争取国家统一、维护国家主权及促进中国现
代化发展方面，有成有败。是非功过，如何评说，给研究者留下
了巨大的研究空间。

为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机遇的不仅是研究环境的改善，相
关史料的进一步开放也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可能。这其中，尤为
引人瞩目的是暂存在胡佛档案馆的《蒋介石日记》对社会的开放。
长达五十五年的日记，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，使我们对许多历
史事件的了解更为准确。本书收录论文１７篇，这些论文在若干方
面提出了新的见解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国史研究的新方向、
新动力。可以预料，《蒋介石日记》对民国史研究的冲击和推动还
将进一步展现出来。

召开“民国人物与民国历史”讨论会及编辑出版这一论文集
是近代史研究所与胡佛研究院成功合作的开端。双方同意，这一
联合研究及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将继续进行下去。此外，双方在其
他领域的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。我们期待着，这一合作的加强将
为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断提供新的助力。

胡佛研究院的布雷迪、郭岱君、林孝庭及宋曹?璇先生，近
代史研究所的金以林先生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和徐思彦
先生以及诸多同仁，为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及论文集的顺利出
版，付出了辛勤劳动。在此，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王建朗
２００９年８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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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初年国民党民族政治之再思考
（１９１１ ～ １９２８）

◇林孝庭

一　 革命党人早期的民族政治观

长期以来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，颠
覆了清朝统治，缔造了中华民国。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政治现实是，
孙与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士，在随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，从未能够
真正掌握民国的中央政权。１９１２年１月，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
时大总统，但在政治现实上，仍与北方实力派的袁世凯对峙。袁世
凯凭借着军事实力，逼迫清皇室退位，统帅北洋新军，并取得外国
主要势力的支持，也让他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军政强人。① 因此
两个多月后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，民国首都也从南京迁往北京。
据此可以说，孙中山本人并未能够成为民国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，
而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人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也就无从应对晚清以来中
国复杂的民族政治与边疆少数民族领土问题。反之，袁世凯上任后，
以他为首的北洋政府，才是责任的承担者。而如何将前清边疆藩属
领土，转化为新民国“民族国家”（ｎａｔｉｏｎｓｔａｔｅ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
分，就成了北京民国政府无从推却的政治使命。



①

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。
Ｅｒｎｅｓｔ Ｙｏｕｎｇ，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Ｙｕａｎ Ｓｈｉｈｋａｉ：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ａｒｌｙ
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（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７７），ｐｐ ５２ －５９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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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肇建以后，尽管革命党人的政治实力未展，但他们对于
民初中国边疆形势的关注，并未有所减少。事实上，在辛亥革命
之前，其政治宣传，即是以推翻清朝统治为首要目标。正是因为
这种强烈的“反满”情绪，同盟会及其前身兴中会，都曾打出
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旗帜。然而这一革命运动的酝酿时期，
不同的革命党人士也曾试图宣扬，一旦推翻清朝后，汉族应与其
他各少数民族和谐共处，只不过此一看法并未在革命党人中获得
全然的赞同。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在于革命党人士之间，对于如
何处理此一问题，未曾有过一致的看法。譬如说，汪精卫曾力主
建立一个由汉人完全当家做主的民国政权，他认为，一旦满人被
推翻后，终将归顺于广大汉族，届时其他各少数民族也终将为汉
文化所同化。然而他的看法并不完全被其他革命党人士所接受，
如刘揆一，尽管他认同新民国的政权应归属汉人，但他同时也认
为，只有中国边陲地区各少数民族安靖，汉族的新民国政权才有
稳定可言。因此，刘揆一力主同盟会应致力于在满、蒙、回、藏
各族中，广泛吸纳新人才，扩充革命队伍。他还提倡汉人应积极
拉拢身边的少数民族革命党人，把他们当作革命事业的潜在盟友，
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统治。①

辛亥革命后，清朝统治垮台，中国近五千年来的帝国秩序亦
随之崩解。此刻，革命党人很快地提出了“五族共和”构想，这
“五族”指汉、满、蒙、回与藏族。该理论一方面暗含了国民党人
的前提预设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建构。在
他们看来，满族皇室退位后，原清帝国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，
事实上并非真正想脱离新民国而谋求独立，他们仍希望有一个新
的中央统一领导，获取与汉民族同等的地位。② 革命党人似乎还一

①

②

杨天石：《从“排满革命”到“联满革命”》，《民国掌故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
１９９３，第１９ ～ ２１页。
《革命文献》第６９集，台北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，１９７６，第２５ ～ ２６
页；另见李云汉《中国国民党史述》第１编，台北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
史会，１９９６，第１９９ ～ ２６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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厢情愿地认为，一旦他们取得新的民国政权，就可以重新确立以
汉族为中心的边疆民族政治新秩序。正因为如此，１９１２年８月间，
当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之后，“厉行种族同化”成为其积极强
调的政治宣传。

民国肇建后，袁世凯凭实力取得政权，在野的国民党人士，
曾多次对当时中国边政危局，公开发表高调诤言。他们普遍认为，
袁世凯的北洋新政府，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，来处理与面对
极为复杂的边疆历史问题。当时的外蒙古危机，即是一例。１９１１
年１２月，外蒙古的王公贵族上层人士，趁中国内地革命形势混乱，
宣布独立，奉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大汗（元首），并宣称
不再效忠新的民国共和政权。不仅如此，外蒙上层人士还逐出当
地的清军官吏，大量驱赶杀戮晚清移民到此地的汉人。① １９１２年
１１月３日，库伦方面和沙俄进一步签订了《俄蒙协约》，沙俄承认
外蒙的“自治”地位，并协助外蒙古编练军队；外蒙方面也向沙
俄允诺相应的经济贸易特权。这项条约，本质上排除了新的中华
民国政府对外蒙的统治权。②

《俄蒙协约》的签署，一度令国民党人士群情激愤。１９１２年的
１２月，当时年仅２６岁、仍在上海新军里担任团长的蒋介石，即曾
发表文章，指出若欲平定北疆，唯有依赖军事武力。对于离心倾
向日益明显的外蒙，蒋介石力主北京政府应立即发兵库伦，以维
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。他还向袁世凯当局建言，中国政府必须清
醒地看到，外蒙危机的幕后主使者是沙俄帝国主义。当时蒋介石
并无把握中国能打败沙俄，但是他从军事专业的视角，在所发表
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份极为详细的军事计划。蒋指出，一旦外蒙局
势稳定，中国应在蒙古库伦、新疆北部以及满蒙边界，布置一支

①

②

Ｃ Ｒ Ｂａｗｄｅｎ，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（Ｌｏｎｄｏｎ：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，
１９８９），ｐｐ １８７ － １９０
Ｂａａｂａｒ （Ｂ Ｂａｔｂａｙａｒ），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：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ｒｓｅ
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９９），ｐｐ １４８ － １５４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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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万人左右的军队，以加强对俄的军备。①
蒋介石的挚友、极为活跃的国民党理论家戴传贤，当时也主

张对中国的边疆问题主动出击。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，戴传贤在《民权
报》上撰文，称国民党是全中国唯一敢于呼吁以军事手段来解决
外蒙危机的政党，他还痛斥袁政府和其他政党，在北部边疆问题
上的逃避态度，并强烈呼吁中国内地的汉族同胞，与“背信弃
义”、“顽固不化”的蒙古族做一殊死战。同年１２月，戴传贤进
一步鼓吹以激进方式保卫外蒙古领土，甚至号召国人节衣缩食，
捐款给中央政府作为军费，藉以履行新民国百姓的“公民义
务”。②

而除了外蒙之外，中国西南边境的情势也同样引起蒋介石、
戴传贤等民初革命人士的高度关注。１９０５年前后，清廷为了挽回
在西南地区日渐衰弱的影响力，颁行了一系列改革方案，其中包
括：所有康区藏民均得服从中央驻藏大臣的指令；一切税收都须
上缴中央朝廷；地方寺院传统税项优惠予以取消；所有康区藏民
都必须遵守中国内地律法等等。同时，清政府还派遣川军入藏，
作为推动这些改革的有力后盾。这些举措令十三世达赖喇嘛极为
不满，１９１０年，他逃往印度，置身英帝国的庇护之下，清政府随
即宣布将其废黜。③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驻藏卫队发生骚动，形势逐渐失控。拉萨当
局趁乱要求中央将所有入藏部队和驻藏官员撤出西藏。袁世凯上台
后，立即联络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，宣布恢复其名号和地位，并谴
责逊清政府的鲁莽行径。但是，达赖喇嘛此刻已不愿相信中央政府
的诚意，亦不愿接受汉族当局掌控西藏事务。同年秋天，绝大部

①

②

③

蒋介石：《征蒙作战刍议》，见秦孝仪主编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卷３５，
台北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，１９８４，第３７ ～ ５５页。
戴季陶：《征蒙与拒俄》（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９日～ １１月３日）、《蒙事中之八面观》
（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１８日），见唐文权、桑兵编《戴季陶集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
社，１９９０，第５３９ ～ ５５５页。
Ｅｌｌｉｏｔ Ｓｐｅｒｌｉｎｇ，“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ｉｎ Ｋａｍ，”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，１：２ （１９７６），
ｐｐ １０ － ３６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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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中央政府的军队陆续撤出西藏，经由英属印度取道返回内地。①
由于英方坚持以调整汉藏关系作为正式承认民国新政府的前提，
袁世凯迫于外交形势与压力，只好示弱。他同意西藏代表与中央
政府代表，以同等身份出席１９１３年召开的印度西姆拉会议。②

对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政局的演变，在野的国民党人一片哗然。
为了展现国民党人士的非凡魄力，孙中山和黄兴等人，频频抛出议
题，诸如鼓励汉人前往边疆地区移民殖边等等。孙中山还大力提倡，
应在全中国大兴铁路，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“弱大”国家，唯有
积极开发边疆，才能获得发展。他的论述从侧面说明了国民党人当
时的边疆策略，即将蒙、藏等少数民族居住生活的边陲，作为中国
版图的基本组成部分，亦不失为与列强相抗衡的一剂良方。③

在蒋介石看来，西藏有史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
分，而藏人拒绝中央政府军队留驻拉萨，对他来说，则是断然不
能接受的，这无疑是在与国民党所提出的“五族共和”的政治主
张唱反调。１９１２年夏天，四川都督尹昌衡在西康重新整编军队，
并夺回数个边境县份的控制权。面对此一形势，蒋介石立即发表
文章，指出北京政府唯有支持尹昌衡继续进攻拉萨，才能为日后
的中英谈判西藏问题获取有利的政治资本，也才有希望重新恢复
对西藏的主权。④ 戴传贤也认为，收复西藏不仅有助于确立北京当
局在西藏的统治地位，而且可以加强西南边防，遏制英国从印度
蚕食中国西南。除此之外，蒋介石和戴传贤都主张，袁世凯应在

①

②

③

④

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，Ｔｉｂｅｔ，Ｃｈｉｎａ ＆ Ｉｎｄｉａ １９１４ － １９５０：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
（Ｈｅｒｔ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，Ｅｎｇｌａｎｄ：Ｒｏｘｆｏｒｄ Ｂｏｏｋｓ，１９８９）；Ｍｅｌｖｙｎ Ｃ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
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，１９１３ － １９５１：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ｍａ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（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：Ｕｎｉｖｅｒ
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８９）
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，Ｔｈｅ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：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，Ｃｈｉｎａ
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，１９０４ － １９１４ （Ｌｏｎｄｏｎ：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＆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，１９６６）
王耿雄编《孙中山史事详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６；金冲及：《孙中山和
辛亥革命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６，第２３０ ～ ２４４页；林家有：《孙中山与中
国近代化道路研究》，广东教育出版社，１９９９。
蒋介石：《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》，秦孝仪主编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卷
３５，第１６ ～ ２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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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的军事行动获胜后，任命尹昌衡为中央政府驻藏代表，并在
川滇藏交界地区，开发并建立一个戍卫区。①

然而袁世凯的考虑，显然与蒋、戴等国民党人士不尽相同。为
了尽快获取英国对民国新政府的外交承认，同时避免西南边区问题，
给北京的新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与军事负担，袁世凯三令五申尹昌
衡停止入藏，并且严禁川康当地驻军，不得与藏人发生任何冲突。
结果，当时占上风的尹军，只得听命行事，滞留在康藏边境。北京
政府这一命令，也遭到川滇等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，他们和国民党
人一样，都认为诉诸军事手段才是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。②

二　 民族主义与务实主义

民国肇建前后，国民党人士对于清帝国秩序崩解后的边疆领
土，究竟作何考虑？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外学界总把国
民党视为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驱者，为维护帝国瓦解后新民国
的边疆领土与外交主权完整而不懈奋斗，甚少怀疑其在中国边疆
领土问题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立场。然而，对于国民党人士是否
真持此一立场的质疑，事实上早在民国肇建之初即已存在。君主
立宪派领袖康有为，便曾与革命党人士针锋相对。１９１２年夏，康
有为即曾指出，尽管当时外蒙危机确实应该严肃以对，但是革命
党人士对此一危机，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
革命党人对少数民族地区领土问题的踌躇不定，在一定程度上，
鼓舞了帝俄的野心，使其胆敢觊觎中国的北疆。换言之，在中国
少数民族边疆问题上，康有为认为革命党人居心叵测。一方面，
他们尽可能保全前清版图；另一方面，这些革命党人士亦不惜在
最后时刻，牺牲边疆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地区领土，以换取外国势
力对其新民国政权的支持。正如康有为所说，武昌首义后，湖北

①

②

戴季陶：《川边边防问题》，《戴季陶集》，第４１２ ～ ４１４页。
见《民元藏事电稿》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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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的军政府以“十八星旗”作为国旗，乃是情理之中的事；对
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十八星旗表示革命党人士真正关注的，是传统
的中国内地十八行省，满、蒙、疆、藏等边远地区，在他看来，
则不在革命党人的主要考虑之列。①

事实上，武昌首义后，革命党人对于如何界定与其他少数民
族的关系，确实犹疑未定。革命爆发当日，刚刚成立的武汉军政
府颁布法令，将“革命事业”定义为“以汉反满，谋取独立”。两
天后，革命党人致电北京，勒令满人在关外“削号归藩，称臣纳
币”。在这份电报中，国民党人直言不讳地要求满人臣服于汉人，
结束在中国的统治，但对于新政府与蒙、回、藏各族的关系，却
从未进行明确的阐述与厘清。②

若从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来审视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国民党人的
少数民族政策，极具模糊性和不确定性。然而，回顾过去，似乎也
正是此种模糊和不确定性，让民初时期的国民党，可以加以战略性
的操作利用，在拟定相关政策时，趋利避害，从而在最大限度上，
谋求自身的政治与外交利益。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左右，革命党人与
袁世凯进行谈判，商议和平移交政权。直至此时，革命党人才真正
严肃审慎地思考该如何定位少数民族问题。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，南北
议和仍在进行之中，南方革命党人汪精卫和北方立宪派代表杨度，
联手在北京组建“国事共济会”。该会成立宣言中提到，南北双方
都应努力推进人权，“满、汉、蒙、回、藏五族，必使同立一政府
之下，不使分离”。③ 为了维持前清既有之版图疆域，避免新的民
国政府陷入被帝国主义列强“瓜分殆尽”的境地，南北双方进一
步达成共识，全力保护满、藏、蒙、回各族的既得利益。④ 由此可

①

②

③

④

康有为：《蒙藏哀词》，民国经世文社辑《民国经世文编》第５册，台北，文
海出版社，１９７１年再版，第２２３５页。
张难先：《都督府之组织设施及人选》，曹亚伯：《武昌起义》，均见中国史学
会编《辛亥革命》第５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５７，第２０８、１５１ ～ １５３页。
高秉和：《北京政府成立》，《辛亥革命》第８卷，第５４１ ～ ５４３页。
郭廷以：《近代中国史纲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８６，第３９９ ～ ４０２页；观
渡庐编《南北议和史料》，《辛亥革命》第８卷，第６９ ～ １０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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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汉人不仅要用革命推翻满族统治、获取自身独立，还要努力
实现民族融合，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。

南北和谈中，有一个特别值得吾人关注的细节，那就是革命
党人在会谈中，主动提出清室退位后“尊号保留不变”、“保护皇
室财产”等优厚清皇族人士的条件。此举的动机，无非是希望袁
世凯方面，早日承认革命党人，以从清政府手中和平转移政权。
另一方面，这些妥协看似有助于早日让清室退位，建立新共和，
但实质上却也反映出革命党人士唯恐新政权成立后，迅速失去对
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影响力，更不想让中国就此陷于任人宰割
的境地。① 也因此，当时尽管革命党阵营内部，反对礼遇优厚清室
者不乏其人，但革命党人士最终还是提出如上条件。然而时过不
久，到了１９１２年春，当革命党人发觉大势已去，袁世凯终将以实
力取得对民国新政府的掌控时，其态度又有了极大转变。为了争
取更多中国内部民心的支持，他们在少数民族边疆问题上，表现
得寸步不让。如前所述，为了顺应舆情，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
等一批国民党精英分子，早年都曾倡导在边疆地区实行以汉族为
首的“民族同化”和“移民实边”。而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之
后，为了削弱袁的政治正当性，他们更不遗余力地将蒙藏分裂势
力的抬头，归咎于北京政府无视两族人民的举措，并严词批评当
局在抵制帝国主义分裂势力时的软弱无能。②

三　 国民党隐晦的民族政治

根据近年来出版的史料汇编，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边疆民族
政策上，是怀有务实和机会主义倾向的。自１９１０年代中期以来，

①

②

许师慎编《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》第２卷，台北，“国史丛论社”，１９６７，
第２０１ ～ ２５９页；溥伟：《让国御前回忆日记》，甘鋎：《辛亥革命之秘史》，均
见《辛亥革命》第８卷，第１１０ ～ １１５、１１６ ～ １１９页。
ＭａｒｉｅＣｌａｉｒｅ Ｂｅｒｇèｒｅ，Ｓｕｎ Ｙａｔｓｅｎ （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：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９８），
ｐｐ ２６９ － ２７６；金冲及：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》，第２８８ ～ ３２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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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所努力的，与其说是致力于维护前清遗留的传统帝国版图，不
如说是利用革命党人士未曾真正有机会治理的“虚拟”与“想象”
的中国边疆领土版图，寻求外国势力的援助，以推进自己在南方
中国地区的革命事业。１９１７年６月，北京国会因府院之争被迫解
散，孙中山趁机南下活动。同年９月初，他在旧国会议员的拥护
下，在广州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。在此期间，孙
中山为了谋求日本援助，曾私下表示愿以满洲权益换取日本对其
财政与军事上的支持。①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，他在会见日本知名实业家
松永安左卫门时，进一步允诺，如果日本愿意支持南方革命党人，
并拥护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者，他将承认日本对于满洲和东蒙地
区的“领有”。②

民国初年的民族与边疆政治蕴含着诸多困难与危机，只要国
民党人未能执政，未能掌握国家与中央政权机器，他们便没有机
会处理这些边疆与外交问题。然而，从另一角度观之，正是这样
的在野身份，让国民党领导人物可以有更多周旋与模糊空间，通
过边疆问题的操作，以达成其政治目的。只不过讽刺的是，被国
民党人严词批评指责的北京政府，此刻却从未放弃维系传统中国
边疆权益的努力，此点充分展现在１９１３ ～ １９１４年间的印度西姆拉
会议上。在此次会谈里，英国企图瓜分西藏，提出“内藏”与
“外藏”分而治之，“内藏”包括川西、康东和青海大部，“外藏”
则包括康西与西藏，要求中国政府承认“外藏自治”，并承诺不干
涉“外藏”事务。③ 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陈贻范迫于压力，草签此约
以示妥协。但是，这份草约最后并未得到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批准。
北京当局不仅拒绝了该条约，并命令中国代表立即退出谈判。对

①

②

③

陈旭麓、郝盛潮编《孙中山集外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０，第２２８页。
陈旭麓、郝盛潮编《孙中山集外集》，第２３６页；陈锡祺主编《孙中山年谱长
编》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１，第１１３３页；杨天石：《孙中山与“租让满洲”问题》，
《从帝制走向共和———辛亥前后史事发微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２００２，第
２７３ ～ ２８９页；袁伟时：《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》，海天出版社，１９９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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